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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可能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另一个诱因，而从产业层面对区域发展不平衡进行分解，能够呈现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征和差异来源的内在结构信息。为此，将数字产业划分为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互联网行业四大产业，基于2013－2021年中国八大经济区数字产业的相关数据，采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二重分解法，对中国数字产业区域发展差异进行空间、产业分解，以探讨不同产业和区域对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数字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程度在逐年下降，八大经济区间不平衡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各产业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贡献存在显著差异，电子信息制造业的贡献最大；八大经济区内部的产业发展差异对区域内不平衡的贡献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北部沿海区域贡献最大；中国数字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八大经济区内及经济区间不平衡变化主要由集中效应所致。为促进中国数字产业协调发展，从基础研究、发展区域优势数字产业、产业间协同发展及正确认识数字产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4个方面给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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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Digital Industry’s Regional Ineq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De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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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balanc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s the potential to contribute to regional economic imbalance. Industrial decomposition of regional inequality presents the inherent structural information of imbalanced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 of differences of digital economy. Therefore, this  paper divides the digital industry into four major industries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telecommunications,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and internet sector.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regions on the inequality of digital industry, the digital industry’s data in eight economic zones of China from 2013 to 2021 and the population-weighted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double decomposition method are used to decompose China’s industrial regional differences from spatial, industrial level. The results indicates that the degree of imbalance of China's digital industry is de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imbalance among the eight economic zones is the main reason.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ontribution of various industries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with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ontributing the most.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exits in the contribu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within the eight economic zones to the intra-regional imbalance, with the northern coastal region contributing the most. The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industry and the unbalanced changes within and among the eight economic zones are mainly caused by the concentration effe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industry,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given from four aspects of basic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advantageous digital industrie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industries, and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imbalance i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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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bookmark: _Hlk116632518]数字经济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1]。数字化革命被称为“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运用、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为基础而引发的科技与经济剧烈碰撞与变革的结果。数字经济是人才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高技术人才是数字经济企业发展的核心资源[2]。可以说，数字经济是科技创新的产物，是大数据开启信息化新阶段后自然催生的结果[3]，已成为信息时代下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是各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争夺国际经济发展话语权的制高点，是新经济背景下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更是把“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单独成篇，发展数字经济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各方高度重视下，中国数字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已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活跃度第一、规模第二的经济体[5]。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全国（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生产总值（GDP）比重达41.5%，比重规模相当于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39.9%）[6]。
在科技创新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数字经济亦存在发展水平较低且发展不平衡、基础创新能力较弱、产业数字化程度较低及数字治理薄弱等问题，政府部门在制定和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时很难做到精准施策，如杜雪锋[7]和韩兆安等[8]的研究所述。从地区差异看，省域之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分化倾向，2015－2020年间，仅有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福建7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均值，其中2020年广东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为995.17，但同期青海的发展指数仅为7.93，反映了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性[9]。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可能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另一个诱因，成为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阻碍。因此，研究中国数字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分析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征和差异来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有关于数字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经济的内涵、宏观层面数字经济的统计测度、区域差异及国际比较等方面，鲜有文献利用增加值数据测度省域层面和产业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数字经济地区差异分析方面，主要从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空间差异进行分解，鲜有研究数字经济产业层面发展差异。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空间分解仅呈现不平衡的轮廓，产业分解则能呈现不平衡的内在结构信息，并找到不平衡的产业层面原因。因此，本研究利用增加值数据测度省域层面数字产业发展水平，并通过人口加权变异系数二重分解法，从空间和产业两个维度寻找数字产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来源，以期为研究中国数字产业协调发展提供产业层面证据。
2   文献综述
研究数字经济发展问题首先要解决数字经济的测度问题。目前相关测度方法主要有增加值测算法、指数编制测算法和构建卫星账户测算法。在增加值测算方面，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在界定数字经济范围的基础上，利用供给使用表对美国数字经济总产出和增加值进行测算[10]；澳大利亚统计局[11]借鉴BEA的测度方法，对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增加值及经济贡献度进行测算；康铁祥[12]借助中国2002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2002年中国数字产业各部门增加值、数字辅助活动增加值及数字经济总规模；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每年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系列报告中关于数字经济规模的测度，亦是采用增加值测算法；向书坚等[13]在数字经济框架设计基础上，对2012－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主要产业部门的增加值进行测算；许宪春等[4]借助行业增加值结构系数、数字经济调整系数、行业增加值率等工具测算了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在指数编制测算法方面，日本、美国、欧盟、世界银行均选取不同的指标编制反映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数。国内，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14]编制反映数字经济景气状况的数字经济指数（digital economy index, DEI）；腾讯研究院将公司数据和外部公开数据结合，编制“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并建立与GDP的回归关系[15]。在构建卫星账户测算法方面，国际上，经合组织（OECD）、澳大利亚统计局、智利统计局等均建立了信息通信技术（ICT）卫星账户[4]。国内，屈超等[16]较早提出了ICT卫星账户的构想；杨仲山等[17]在借鉴美国、新西兰等国家数字经济测度方法的基础上，总结了数字经济卫星账户（DESA）国际前沿研究，并提出了中国DESA整体框架。
中国数字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不平衡动因方面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邱泽奇等[18]从互联网资本的视角研究“接入鸿沟”，即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展对缩小数字经济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王彬燕等[1]运用插值模拟、Zipf位序-规模法则等方法对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在迅速发展，但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且内部发展差异较大。王军等[19]利用泰尔指数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时空差异进行研究发现，无论是东、中、西、东北四大地区，还是五大经济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差距依然存在，但差距呈现逐渐缩小之势，国家的区域性扶持政策对缩小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避免“数字鸿沟”的出现起到积极作用。崔蓉等[20]通过构建互联网发展水平指数，利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了互联网产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动态演进，并认为区域间差距、基础设施、信息资源和产业应用是中国互联网区域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韩兆安等[8]采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方法对中国省际数字经济非均衡性与地区差异进行分析发现，全国层面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趋于上升态势，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两级分化现象；同时，省际数字经济地区差异十分突出，区域间差异是省际数字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李娟等[21]利用对数均值迪氏指数分解法（LMDI）模型、σ收敛模型、绝对β收敛模型及条件β收敛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上对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的平衡性问题进行研究，并认为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且区域数字产业发展、数字产业资本投资规模、效率和地区结构分别存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
梳理现有相关文献发现，部分学者对数字经济的测算、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测算及原因进行了分析，但整体而言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关于数字经济的测量和发展不平衡的研究主要在数字经济宏观层面，在数字产业层面对区域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且宏观层面的测度数据往往通过指标或工具测算，并非真实的增加值数据，因此从数字产业层面研究发展不平衡现象及原因显得尤为必要。本研究借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2-23]的研究，认为数字产业即信息通信产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互联网行业四大产业，各省份数字产业规模水平即为以上四大产业增加值之和。二是对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研究主要从空间维度展开，但空间分解和产业分解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的两个重要水平分解维度[24]，同时对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行空间和产业双重维度的分解可以更深入挖掘发展不平衡的构成和来源。基于此，本研究以数字产业为研究对象，测算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指数，并将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的来源进行空间和产业的二重水平分解和变化分解，既呈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轮廓，也呈现不平衡的内在产业结构信息及不平衡变化的原因。
3   研究设计
3.1  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的空间和产业二重分解法
Akita等[25]提出的人口加权变异系数（weighted coefficient variation, WCV）的空间和产业二重分解方法，后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相对于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熵指数等测度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研究方法，该方法的优势在于不仅可以测度总的区域不平衡程度，还可以进行不平衡程度的空间和产业分解。参照该方法，中国数字产业总的不平衡程度可以通过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的平方进行衡量。表达形式如下所示：
     
式（1）中：m表示m个区域；表示第i个区域中包含的个省份【“hi表示第i个区域中包含的个省份”？作者认为用作为i区域总省份数没有问题，因为不同区域i的省份数可能相同，如果h下标不加i，则无法区分各区域总省份数，故以标记。】；表示第i个区域内第j省份的人均数字产业产值；表示第i个区域第j个省份的总人口，则i区域内总人口表示第i个区域总的数字产业产值，表示第i区域的人均数字产业产值，；表示所有区域的总人口，表示所有区域总的数字产业产值，表示所有区域的人均数字产业产值，。则，。
参考Foster 等[26]关于广义熵指数的探讨，对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的平方分解如下：
    
式（2）中：，表示i区域内不平衡；表示m个区域内不平衡之和；表示所有区域间不平衡之和，。
以上即为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的第一重分解，对区域数字产业差异的空间分解。
参考Akita等[25]的研究，假定所有省份的人均数字产业产值来自K个分类数字产业，即满足，，其中。由此i区域内不平衡可以分解如下：

式（3）中：表示i区域的数字产业总产值和i区域第k项数字产业产值的加权变异系数，；表示i区域第k项分类数字产业产值占区域数字产业总产值的份额，；。
类似地，区域间不平衡可以分解如下：

式（4）中：表示全国数字产业总产值和来自第k项数字产业产值之间的加权协方差变异系数，；表示全国第k项数字产业产值占全国数字产业总产值的份额；表示全国来自第k项数字产业的人均产值，。
将式（3）（4）代入（2）式，可得式（5）：
                                             （5）
将式（5）两边同时除以，得到式（6）：
                  （6）
式（6）中：；是i区域内第k项数字产业对全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所做的贡献；是区域间第k项数字产业对全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所做的贡献。因此，导致全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的产业因素共有（mk+k）个。
以上即为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的第二重分解，对区域数字产业差异的产业结构分解。
如何判断数字经济某产业对全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呢？以数字产业k对组内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为例。k产业对组内发展影响的符号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k产业所在的i区域j省份人均数字产业产值与i区域人均数字产业产值的偏离程度，即总发展水平差距，为；二是i区域j省份第k项数字产业人均产值与i区域内第k项数字产业人均产值的偏离程度，即第k项产业发展水平差距，为如果两个因素的影响方向相同（同正或同负），则j省份中第k项数字产业对区域内不平衡起促进作用，即最终效应为提高区域内不平衡；如果两个因素影响方向不同，则第k项数字产业会降低区域内不平衡，即最终效应为降低区域内不平衡。因此，第k项数字产业发展对总的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一共存在4种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第k项数字产业发展对组内发展不平衡的影响
	影响方向
	最终效应

	总发展水平差距
	第k项产业发展水平差距
	含义
	

	+
	+
	j省份总的数字产业发展与第k项数字产业发展均优于组内其他省份
	提高

	−
	−
	j省份总的数字产业发展与第k项数字产业发展均劣于组内其他省份
	提高

	+
	−
	j省份总的数字产业发展优于组内其他省份，但第k项数字产业发展劣于组内其他省份
	降低

	−
	+
	j省份总的数字产业发展劣于组内其他省份，但第k项数字产业发展优于组内其他省份
	降低



2.2  发展不平衡变化的分解
借鉴万广华[27]对基尼系数的分解，的动态变化可以表示如下：

式（7）中：；。
、可进一步分解为：


式（8）（9）中：和分别表示i区域第k项数字产业对区域内和区域间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变化的分解；表示i区域第k项数字产业占比变化引起区域内数字产业不平衡变化的贡献，即为结构效应；表示i区域第k项数字产业集中程度变化引起区域内不平衡变化的贡献，即为集中效应；表示i区域第k项数字产业占比与其集中程度共同变化引起的数字产业区域内不平衡变化的贡献，即为综合效应。同样地，分别为引起数字产业区域间不平衡变化的结构效应、集中效应和综合效应。
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由于西藏和港澳台地区数据缺失较为严重，因此以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字经济研究数据库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其中，基础电信业是邮政业务总量、电信业务总量和快递业务总量之和；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及服务业、互联网业为对应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考虑到各项数据在不同年份存在缺失情况，为了尽可能获得相对齐全的数据资源，并反映中国数字产业发展的最新态势，选择2013－2021年为研究期间。电子信息制造业2020年数据缺失，相关数据基于2019年增长速度预估得来。电子信息制造业2021年，互联网业2020年、2021年数据来自于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从公布的数字产业数据可以发现，中国数字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北京、上海、广东等东部地区的人均数字产业水平明显高于甘肃、云南等西部地区的人均数字产业水平。因此，借鉴李研等[28]的研究，基于八大经济区[endnoteRef:1]1）对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程度的分解相对于东中西部的区域分解更加细致合理，故选取八大经济区作为人均数字产业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在分解时的空间单位。在正式分析之前，按GDP平减指数对原始数据进行平减处理，统一将数据调整为以2013年为基期的不变价产业产值。 [1: ] 

4   中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变化过程及成因分解
4.1    中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变化过程
2013－2020年，中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程度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如图1所示），与李娟等[21]的研究结论相似。其中，2013－2015年呈缓慢下降趋势，发展不平衡指数下降16.39%，年均下降8.56%；2016年出现小幅度缓冲，之后年份呈快速下降趋势，2016－2020年的不平衡指数共下降47.57%，年均下降14.91%。这说明，在数字产业发展之初，区域间数字产业发展就已经出现较大不均衡，且数字产业发展情况与地区产业基础或经济发展相关，如2013年，广东、江苏、上海数字产业发展居前三，三省份的数字产业产值分别为34 642.96、29 465.81、10 301.81亿元，而海南、宁夏和青海3个省份数字产业发展居末3位，产值分别为256.36、111.38、95.15亿元，广东与青海数字产业产值差距达364倍。2020年，数字产业产值前三省份为广东、江苏和浙江，产值分别为81 034.25、40 297.16、29 166.57亿元，末3位省份依然是海南、宁夏和青海，产值分别为1 320.57、1 211.36、1 102.13亿元，广东与青海数字产业产值差距缩小为73.53倍，说明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在数字产业发展方面取得成效。需要说明的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对落后地区数字产业的冲击更加显著，2021年，广东、江苏、浙江、宁夏、海南、青海的数字产业产值分别为65 737.62、40 247.48、24 007.16、565.63、498.29、374.14亿元，其中宁夏、海南、青海三地区数字产业产值比2021年均下降1倍以上。由于落后地区产业抗新冠疫情冲击能力更弱，2021年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程度相较于2020年呈现不降反升的特点。
图1   中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指数年度分布

4.2  中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成因的空间分解
运用前述人口加权变异系数二重分解法，先对中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进行第一重分解即空间分解，以揭示不平衡变化的空间成因。具体将中国数字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分解为八大经济区内部不平衡和八大经济区间不平衡之和，结果见表2。
表2  中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空间分解结果
	年份
	八大经济区内不平衡
	八大经济区间不平衡
	整体区域发展不平衡

	2013
	0.46
	0.76
	1.22

	2014
	0.41
	0.70
	1.12

	2015
	0.36
	0.66
	1.02

	2016
	0.36
	0.67
	1.03

	2017
	0.32
	0.60
	0.91

	2018
	0.26
	0.44
	0.70

	2019
	0.23
	0.34
	0.57

	2020
	0.25
	0.29
	0.54

	2021
	0.56
	0.51
	1.07




2013－2021年，中国数字产业八大经济区各自内部不平衡、八大经济区域间不平衡与区域发展不平衡变化趋势基本一致，2020年之前呈明显下降趋势，且八大经济区间不平衡明显大于八大经济区内不平衡（见图2）；2021年不降反升的特殊情况是由于各地区产业基础不同所造成的对新冠疫情抗压能力差异影响的结果，且冲击在2021年才开始显现，致使八大经济区内不平衡首次超过八大经济区间不平衡程度。细分区域看，北部沿海区域内不平衡指数上升幅度最大，由2020年的0.94上升到2021年的1.74。由表2可知，在新冠疫情冲击之前，中国数字产业八大经济区间不平衡是经济区内不平衡的1.14～1.90倍，八大经济区间和经济区内不平衡差距最小的年份是2020年，经济区内不平衡程度接近经济区间不平衡程度；两者差距最大的年份是2016年和2017年，经济区不平衡均为区域内不平衡的1.90倍。
图2   中国八大经济区数字产业发展空间不平衡指数年度分布

从变化趋势上看，中国数字产业八大经济区间不平衡指数在2013－2015年呈缓慢下降趋势，共下降12.70%，年均下降6.56%；2016年出现小幅度缓冲，经济区间不平衡指数略微上涨，之后年份呈快速下降趋势，2016年到2020年共下降57.70%，年均下降19.35%。据此可以初步判断，中国数字产业八大经济区间不平衡是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这一结论与韩兆安等[8]、崔蓉等[20]的研究结果一致。
此外，中国数字产业八大经济区内部不平衡对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从八大经济区内部不平衡指数来看，2013－2019年呈现下降趋势，共下降49.27%，年均下降10.70%；2020年出现缓慢回升之势，同比增长8.70%，2021年更是增长了124.00%。除2021年外，与八大经济区间不平衡相比，经济区内不平衡对中国数字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所产生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无论是八大经济区内不平衡程度变化的绝对值还是变化的幅度均小于经济区间不平衡。
4.3  中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成因的产业分解
选取反映中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变动过程的2013、2016、2019年3个时点（因考虑到新冠疫情冲击对数字产业发展的影响，未选取2020及2021年数据进行分析），在第一重空间分解的基础上，继续对中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进行第二重分解，以分析其变化的产业成因，具体结果见表3、表4、表5。中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的产业分解特征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1）中国数字产业八大经济区间不平衡对区域不平衡的贡献大于八大经济区内不平衡的贡献。2013、2016、2019年八大经济区间的产业发展差异对整体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的贡献率均超过50%，并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八大经济区之间的数字产业发展差异是导致中国数字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而八大经济区内的数字产业发展差异是次要原因，这个结论与前述空间分解得到的结果一致。
（2）数字经济各产业对中国数字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贡献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对中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的贡献率最大，在2013年达到69.09%，其后年份贡献率虽明显下降，但依然明显高于其他产业的贡献；软件及服务业的贡献率居第2位，且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贡献率居第3位的是基础电信业，贡献率呈上升之势。贡献率占比最小的是互联网行业，但3个年份贡献率也有明显的上升之势。
（3）八大经济区内部的产业发展差异对区域内不平衡的贡献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北部沿海区域对区域内不平衡的贡献率最大，该区域的产业发展差异对区域内不平衡的贡献率呈现明显的扩大之势，2013－2019年贡献率共上升了22.27%；东部沿海区域的产业发展差异贡献率排名由2013年和2016年的第2名降至2019年的第3名，说明东部沿海区域数字产业的平衡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绩，7年来的不平衡贡献率共下降了26.05%；南部沿海区域产业发展差异对区域内不平衡的贡献率在3个年份呈波动性变化。以上3个经济区内的产业发展差异在2013、2016和2019年对区域内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的贡献率均达到了九成以上，其他五大经济区的贡献率较小。
表3    2013年中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的贡献率                 
	项目
	基础电信业
	电子信息制造业
	软件及服务业
	互联网业
	总和

	经济区内不平衡
	1.51%
	23.47%
	10.86%
	1.78%
	37.62%

	北部沿海
	1.03%
	6.50%
	6.79%
	1.40%
	15.72%

	大西北
	0
	0
	0
	0
	0

	大西南
	0.04%
	1.04%
	0.35%
	0.01%
	1.43%

	东北
	0.04%
	0.32%
	0.67%
	0
	1.02%

	东部沿海
	0.10%
	9.75%
	2.15%
	0.24%
	12.23%

	黄河中游
	0
	0.04%
	0.03%
	0
	0.07%

	南部沿海
	0.31%
	5.77%
	0.85%
	0.14%
	7.07%

	长江中游
	0
	0.06%
	0.02%
	0
	0.08%

	经济区间不平衡
	3.89%
	45.62%
	11.24%
	1.63%
	62.38%

	总和
	5.40%
	69.09%
	22.09%
	3.42%
	100.00%


     
表4   2016年中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的贡献率  
	项目
	基础电信业
	电子信息制造业
	软件及服务业
	互联网业
	总和

	经济区内不平衡
	1.50%
	19.05%
	11.35%
	2.63%
	34.54%

	北部沿海
	1.17%
	4.01%
	7.88%
	2.14%
	15.21%

	大西北
	0
	0.01%
	0
	0
	0.01%

	大西南
	0.05%
	1.52%
	0.49%
	0.01%
	2.07%

	东北
	0.04%
	0.11%
	0.27%
	0
	0.42%

	东部沿海
	−0.25%
	6.72%
	1.74%
	0.27%
	8.47%

	黄河中游
	0.01%
	0.11%
	0.12%
	0
	0.23%

	南部沿海
	0.48%
	6.46%
	0.83%
	0.22%
	7.99%

	长江中游
	0
	0.11%
	0.02%
	0
	0.13%

	经济区间不平衡
	5.50%
	42.93%
	14.53%
	2.50%
	65.46%

	总和
	7.00%
	61.98%
	25.89%
	5.13%
	100.00%



表5   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不平衡的贡献率
	项目
	基础电信业
	电子信息制造业
	软件服务业
	互联网业
	总和

	经济区内不平衡
	3.41%
	14.98%
	17.76%
	4.50%
	40.66%

	北部沿海
	2.18%
	5.70%
	14.56%
	3.60%
	26.05%

	大西北
	0.04%
	0.02%
	0
	0
	0.06%

	大西南
	−0.07%
	1.34%
	0.54%
	0.01%
	1.82%

	东北
	0.05%
	0.10%
	0.20%
	0
	0.35%

	东部沿海
	−0.18%
	1.08%
	1.14%
	0.59%
	2.63%

	黄河中游
	0.17%
	−0.01%
	0.44%
	0
	0.61%

	南部沿海
	1.21%
	6.58%
	0.90%
	0.30%
	8.99%

	长江中游
	0
	0.17%
	−0.02%
	0
	0.15%

	经济区间不平衡
	8.34%
	33.68%
	14.33%
	2.99%
	59.34%

	总和
	11.75%
	48.66%
	32.10%
	7.49%
	100.00%



其中，2016年东部沿海区域基础电信业、2019年大西南、东部沿海基础电信业、黄河中游电子信息制造业、长江中游软件服务业的产业发展不平衡程度对中国数字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的贡献为负。根据i区域内不平衡取决于总发展水平差距以及第k项产业发展水平差距来分析，以2016年东部沿海区域基础电信业为例，2016年江苏人均数字产业产值大于东部沿海区域人均数字产业产值，而浙江人均数字产业产值小于该区域人均数字产业产值，但江苏基础电信业人均产值小于区域人均基础电信业产值，浙江基础电信业人均产值大于区域人均基础电信业产值，这就表明2016年江苏人均数字产业产值要大于浙江，但浙江基础电信业发展较好，其人均产值大于江苏省。其他区域负值可作类似解释。
3.4  中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变化的结构分解
2013－2021年中国数字产业整体区域不平衡、八大经济区内不平衡及八大经济区间不平衡变化的结构分解结果如表6、表7所示。可知，中国数字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变化均为集中效应所致；八大经济区内不平衡变化除2018和2019年由结构效应引起主要变化外，其余年份均是集中效应对经济区内不平衡发挥主动作用；八大经济区间不平衡变化则均由集中效应发挥主导作用。2021年，中国数字产业区域不平衡程度出现大幅度上升，主要原因也在于集中效应。
表6   各类效应对中国数字产业区域不平衡变化的贡献率                          
	年份
	总变化
	效应贡献率

	
	
	结构效应
	集中效应
	综合效应

	2014
	−9.88%
	−0.52%
	−9.46%
	0.10%

	2015
	−9.01%
	−1.30%
	−7.92%
	0.21%

	2016
	0.70%
	1.76%
	−0.85%
	−0.21%

	2017
	−11.50%
	−2.18%
	−9.25%
	−0.07%

	2018
	−23.02%
	−7.70%
	−13.75%
	−1.56%

	2019
	−12.26%
	−4.53%
	−8.06%
	0.32%

	2020
	−3.30%
	−1.44%
	−1.94%
	0.07%

	2021
	49.45%
	17.14%
	33.61%
	−1.30%



表7   中国数字产业八大经济区内与经济区间发展不平衡的效应贡献率 
	年份
	八大经济区内
	八大经济区间

	
	总变化
	结构效应
	集中效应
	总变化
	结构效应
	集中效应

	2014
	−4.63%
	0.01%
	−4.62%
	−5.25%
	−0.53%
	−4.83%

	2015
	−5.06%
	−0.32%
	−4.83%
	−3.96%
	−0.97%
	−3.09%

	2016
	0
	0.92%
	−0.94%
	0.70%
	0.84%
	0.09%

	2017
	−3.41%
	−0.47%
	−3.08%
	−8.09%
	−1.71%
	−6.18%

	2018
	−5.66%
	−2.53%
	−2.36%
	−17.36%
	−5.17%
	−11.39%

	2019
	−2.70%
	−1.60%
	−1.15%
	−9.56%
	−2.93%
	−6.91%

	2020
	1.85%
	−0.31%
	2.19%
	−5.15%
	−1.13%
	−4.13%

	2021
	35.73%
	12.06%
	20.37%
	13.71%
	5.08%
	13.25%



4    结论及启示
研究区域数字产业发展差异、提高落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缩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避免“数字鸿沟”的扩大仍是当务之急[19]，但目前却少有学者从产业层面来研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及其来源。鉴于此，本研究从空间和产业层面分析中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程度、来源及变化，并得到如下结论：
（1）2013年以来，中国数字产业的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在逐年下降，数字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程度在逐年下降，且自2016年以来下降幅度比以往更明显，但受新冠疫情冲击的影响，2021年不平衡程度出现反弹式上升。
（2）2013年以来，中国八大经济区内和经济区间的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程度均有所下降，变化趋势与整体区域不平衡程度的变化趋势一致，且经济区间发展不平衡明显大于经济区内发展不平衡，也是导致区域整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2021年由于北部沿海区域内不平衡急剧扩大，经济区内不平衡首次成为中国整体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3）八大经济区之间的数字产业发展差异对中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的总体贡献大于经济区内数字产业发展差异。数字经济各产业对中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的贡献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的贡献最大，其次依次为软件及服务业、基础电信业、互联网行业。八大经济区内部的产业发展差异对经济区内不平衡的贡献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北部沿海区域贡献最大，其次是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三大沿海区域产业发展差异对区域内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的贡献率达到90%以上。
（4）2013年以来，中国数字经济产业整体区域的不平衡变化和八大经济区间不平衡变化均为集中效应所致；经济区内不平衡变化除2018和2019年由结构效应引起主要变化外，其余年份亦是集中效应发挥主动作用。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虽然得到缓解，但仍然存在空间差异和产业差异。为此，需要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调整：第一，从全区域层面，注重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经济，而知识与技术创新将直接推动新经济的发展[2]，技术与市场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双核驱动力[29]。市场驱动的创新是应用创新，技术驱动的技术创新目前处于较低水平，这需要基础研究为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2]。这不是某个区域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推动全区域重视、全区域投入、全区域合作。第二，立足地区数字产业发展优势，着力补齐地区数字产业发展短板。针对数字产业发展地区差距的来源，各地区需充分利用各自数字产业发展优势，重点弥补各地区在数字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不足，缩小各地区数字产业发展差距。第三，构建数字产业协同发展格局，实现数字产业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各地区数字产业总水平的提升，不是某个单一产业的一枝独秀，而是基础电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及服务业、互联网业4个产业的全面提升；同时，4个产业具有系统耦合性，只有通过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才能实质性缩小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程度，实现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第四，正确认识数字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数字要素具有共享性和低成本性等特点，能为地区间数字经济平衡发展提供条件[8]，但各地区的资源禀赋、政策红利、数字经济人才等资源条件仍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亦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因此要正视数字产业在区域内、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并允许一部分地区的数字产业领先发展，避免“一刀切”的政策影响数字产业发展。


注释：
1）八大经济区为：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北部沿海（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东部沿海（上海、江苏、浙江）、南部沿海（福建、广东、海南）、黄河中游（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长江中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大西南（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大西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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